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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討論首都城市、象徵性場所、城市品牌之間的關係；並以台北市為背景，

延伸探討象徵性場所在台北市城市品牌建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就城市品牌建立的策略

而言，一個城市的形象是多種複雜面向的集合；此時，象徵性場所再現的意義就像有效

率的行銷管道，能讓這些複雜面向變成大眾腦海中的一個符號，意即對居民、遊客、投

資者投射城市的品牌形象。少數研究曾探討首都城市建立品牌時可能引起之國家與地方

間的衝突。通過對文獻的分析與解讀，本文指出首都城市往往是一國的政治、文化、經

濟中心；其內可能有許多場所的形象和功能為再現國族認同而建。這些看似首都城市特

色的場所卻可能與國家的政治操作或文化霸權有所聯想，因而影響城市的形象與造成城

市自身的地方認同被壓抑。因此，能否適當地與國家切割並尋找在地性，會是首都城市

在利用象徵性場所建立城市品牌時所面臨的課題。台北市與其象徵性場所似乎也反映出

此一現象。透過這些討論，本文提供城市品牌研究一個不同的切入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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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城市品牌（city branding）概念的出現可追溯自 1980 年代的歐洲。當時，許多面臨

城市衰退（urban decay）問題的後工業歐洲城市開始利用都市更新並結合各種文化活動

以吸引投資及遊客。1990 年代後期，文化及經濟全球化讓人才、資金、遊客在世界各處

的流動更加頻繁且容易；城市間的競爭關係也因此變成須站在全球的高度來看而更增加

了張力。為維持競爭力，建立城市品牌的思維便開始出現。意即與其用可能和其它城市

重複的觀光主題活動來行銷城市，更需要有長期的規劃；藉包裝城市整體的軟、硬體特

色，來塑造城市的獨特地方感（García, 2004a）。 

一個城市的形象其實是多種複雜面向的集合。在這情況下，具特定形象或功能的場

所就像有效率的行銷管道，能讓這些複雜面向變成大眾腦海中的符號，意即對居民、遊

客、投資者投射城市的品牌形象（Smith, 2007）。在城市品牌相關學術研究的發展上，早

期研究大部份著重於整體策略管理的分析（例：Ashworth & Tunbridge, 1990; Kotler, 1993; 

Page, 1995; Van den Berg, van der Borg & van der Meer, 1995），後來逐漸地有文獻以文化

研究的角度探討城市裡象徵性場所和城市品牌間的關係（例：Aiello & Thurlow, 2006; 

Gospodini, 2004; Henderson, 2008; Kolbe, 2007; Shaw, Bagwell & Karmowska, 2004; Smith, 

2007）。 

台灣自 1990 年代開始，中央政府提出的本土化論述帶起了地方對在地文化資源的

重視（王志弘，2003；施長安，2003）。同時，因身為主要產業的高科技產業發展遇到瓶

頸，中央開始推動縣、市、鄉、鎮各層級的觀光行銷發展，期以結合當地文化特色的活

動來行銷地點；讓整體經濟更活絡（李青松、吳東安，2008），這可說是城市行銷在台灣

引起注目的起始點。2000 年之後，建立城市品牌的概念開始在台灣產生並被實際操作。

現有相關文獻多著重在個案的整體策略規劃（例：胡志強，2005；甦活創業管理顧問公

司，2009；鄭博文、邱鴻遠，2006），似乎並沒深入探究象徵性場所與城市品牌間的關係。 

另外，少數研究針對首都城市指出，一國之都在利用各種文化活動（cultural events）

以建立品牌時，可能會面對的主要議題為：這些活動再現（represent）的是國族認同還

是地方認同（例：Pearce, 2007; Peirce & Ritchie, 2007）？這些文獻給予本研究的靈感是：

首都城市裡有許多場所存在的形象及功能即為再現國族認同，那當這些場所被用來建立

城市品牌時，是否也有再現國家或地方的考量？上面提及以文化研究角度探討象徵性場

所如何被運用在城市品牌建立的相關文獻並沒針對首都城市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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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本文的第一部份試圖藉回顧其它城市研究領域之文獻，以指出當首都城市在

利用再現國族認同之場所建立城市品牌時可能會遭遇的議題。延伸第一部份的探討內

容，本文第二部份藉回顧台北市都市規劃與治理之相關文獻，以探索台北市象徵性場所

在城市品牌建立可能扮演的角色，盼提供城市品牌研究領域一個不同的思考角度。 

二、 首都城市利用象徵性場所建立城市品牌的機會與限制 

城市中許多場所能再現地方認同。例如市中心廣場的形象和功能往往可以與市民參

與政治集會或節慶做連結；也因此再現了當地的歷史、文化、或榮耀 （Boyer, 1996; Carr, 

Francis, Rivlin & Stone,1992）。而首都城市往往扮演了一國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的角

色，也因此具備了各式再現國族認同的象徵性場所，例如象徵國家統治權力或集體國族

記憶的紀念性空間（例：Hall, 2002; Tinniswood, 1998）。另外，首都城市的規劃也會包含

展現國族文化特色或象徵文明進步形象的場所，例如劇院、博物館、圖書館。而和商圈

結合在一起，這些場所便具有提供藝文與娛樂活動的功能；雖然具商業色彩，但也是象

徵國族的繁榮樣貌（例：Hall, 1998; Olsen, 1986; Kolbe, 2007）。 

國家可以利用政治力量；透過規定、控制、產製媒體內容、行為規範、符號、情境

以維持國族認同的同質性（homogeneity）。但國族認同就像一種後天習來，由國家去塑

造的「記憶」，一段記憶可以被忘卻，新的記憶片段也可以被增加（Billig, 1995）。例如，

當政權更迭後，新政府可能會製作新的歷史教科書、制定新的國定假日、發行新的貨幣。

這些改變都是為了塑造、凝聚新的國族認同（Hall, 1992）。 

另外，隨著人類歷史的演進，肇於奴隸交易、戰爭、殖民、旅行、移民等各式原因，

一個國族的組成份子中可能會包含許多新族裔，這些族裔也會有自己的文化認同。在這

情況下，除非刻意打壓，否則面對亦愈發展的多元族群社會與文化混血的伴隨產生，國

家很難維持國族認同的同質性。可能的因應方式，便是承認多元族群這個特徵是國族認

同的一部份（Brah, 1996; Cohen, 1997; Hall, 1992; Scholte, 1996）。 

除了藉由族群的遷徙，因傳播與交通運輸科技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的助力，世界

各地不同文化所衍生的「產品」也可以被傳遞到遠方。例如好萊塢電影、東方食物、甚

至思維。這樣的情況也會造成多元文化及文化混血，甚至外來文化會變成主流文化。同

樣地，這也代表著國族認同的同質性不斷被破壞、以及國家控制力的衰退（Hall, 1992; 

McGrew, 1992; Scholte, 1996; Smith, 1991; Stevenson, 1999; Thompson,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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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國家無法一直維持國族認同的同質性。而相較於政權更迭，多元族群

社會的形成以及文化與經濟全球化對國族認同的影響，更突顯國家力量並非絕對的強

勢。Brenner（1999）就建議，因為其治理規模的龐大，國家已無法適切地處理多元族群

社會和全球化所衍生的議題，例如族群衝突與全球化下的資本流動分配不均；因此，國

家必須把治理的權力分散至區域或城市範圍內的地方政府，才可以用在地但仍具官方立

場的角度對這些議題做出迅速、合宜的反應。 

但當首都城市是一國政治、文化、經濟中心時，其治理似乎難以和國家力量做明確

的切割。明顯的例子就是首都城市內許多與國家有所連結的象徵性場所。這些再現國族

認同的場所常是大眾媒體、觀光行銷出版物上呈現代表首都城市形象的符號。以建立城

市品牌的策略來說，具特定形象或功能的場所能讓城市的複雜面向簡化成符號，有效率

地對居民、遊客、投資者行銷城市的形象（Smith, 2007）。而不論這些場所是具歷史意義，

或具重要的文化、商業、展演功能，它們除了吸引遊客外，也是要吸引投資與人才，進

而提升城市的競爭力（Grodach, 2008; Kong, 2007; Martínez, 2007; Peirce & Ritchie, 2007; 

Rantisi & Leslie, 2006; Yeoh, 2005）。但當國家力量已衰退，應進一步檢視首都城市中這

些再現國族認同的場所是否適合應用在城市品牌的建立。延續前面文獻回顧的脈絡，以

下將此一議題分為「國家與地方」、「多元族群社會與象徵性場所」、「象徵性場所的全球

化」三個關聯面向來討論。 

（一） 國家與地方 

當國家政權改變，因為被解讀為再現威權或某種政治立場的合法性（legitimacy），

與前政權有所連結的象徵性場所便有可能會遭到破壞或功能轉化（例：Hall, 1998; Kolbe, 

2007; Tinniswood, 1998）。這也意味著，首都城市在利用這類場所建立其品牌形象時，需

考量場所是否再現被負面解讀的集體國族記憶。Poria, Biran and Reichel（2007）便指出，

德國首都柏林的國會建築因其歷史涉及納粹政權的興起，即使它也是東西德合併的官方

慶祝典禮舉辦場所，在柏林的城市品牌建立和旅遊推廣運用上，似乎無法標榜它就代表

德國的國族榮耀。藉由分析成功爭取歐洲文化首都（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資格的

各個城市的競標策略，Aiello and Thurlow（2006）的研究更建議，利用象徵性場所的形

象來做視覺行銷是建立城市品牌的必要工作項目；但在呈現的手法上，必須模糊象徵性

場所與國家的連結，以避免國族主義的聯想。Peirce and Ritchie（2007）也表示，即使具

有美學或文化教育的意義，首都城市裡再現國族歷史文化的象徵性場所其實可能會讓遊

客有乏味感；相對地，那些與在地歷史文化相關的場所，更具旅遊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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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多元族群社會與象徵性場所 

在地或新進的弱勢族群可能在城市中聚集，形成特定的族裔領地（ethnic enclaves）

或離散空間（diaspora spaces）；這般多元族群文化地景可視為城市的特色。而為了表示

對城市裡弱勢族群的重視與象徵族群和諧，地方政府可能會促成相關象徵性場所的建

立，例如博物館、紀念園區；這些場所亦可吸引遊客（例：Hayden, 1995）。但在利用多

元族群文化建立城市品牌形象時要謹慎處理的議題為：會不會因官方選擇性地呈現、包

裝族群文化，而被批評是對弱勢族群進行剝削（Henderson, 2008; Shaw et al., 2004）。當

背景是首都城市時，這個議題可能會更被放大。例如，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有許多數量

上屬弱勢的族裔，包含魁北克人、印地安人、亞裔族群、拉丁族群；公部門曾試圖利用

此一特色塑造城市的觀光特色遊，但卻發生抗議相關象徵性場所（例：族裔領地、紀念

園區）被忽視、錯誤呈現等事件。在此之後，渥太華官方興建的新公共場所開始刻意迴

避再現狹義的國族或族群文化認同，轉而象徵所有加拿大人可能追求共享的目標，例如

人權、環保（Tunbridge著、王淑宜譯，2004）。 

（三） 象徵性場所的全球化 

多元族群社會的形成可視為全球化的產物之一。但以下討論範圍著眼在文化及經濟

全球化所造成的文化同質性如何影響首都城市的象徵性場所與城市品牌策略。自 20 世紀

開始，為了與其它城市競爭文化與經濟環球化下大量流動的人力與財力資本，許多城市

的品牌策略開始傾向創造城市與世界接軌的形象；城市裡因此出現了具國際化商業、藝

文、娛樂等功能的大型場所（Mordue, 2007; Puczko, Ratz & Smith, 2007; Silk, 2007; Smith, 

2007）。無論是被稱作是文化導向更新（cultural-led regeneration）、旗艦計畫（flagship 

project）、或矚目計畫（high profile project）的實踐，這類全球化場所的存在目的都是為

了刺激消費、吸引投資、增加就業機會（Ferreira & Visser, 2007; García, 2004b; Lee, 

2006）。這些本質上為商業導向的全球化場所通常具無地方感（placeless）的創新設計

（innovation design）外觀，反映了全球化下資本流動的結果（Sassen, 2001）。 

這些全球化場所雖然象徵了城市與全球接軌的企圖，但其負面影響和實際功效也受

到議論（例：Bagaeen, 2007; Crump, 1996; Ergun & Dundar, 2004; García, 2004a; García, 

2004b; Law, 2002; McNeill & Tewdwr-Jones, 2003; Rantisi & Leslie, 2006）。尤其是它們的

外觀，常被認為無法反映地方特色；同時，由於它們占地規模通常十分龐大，其興建可

能牽涉到當地具有歷史文化意義的場所被更動甚至拆除（Boyer, 1996; Günay, 2005; 

Hannigan, 1998; Harvey, 1993; Hough, 1990; McCarthy, 2004; McNeill & Tewdwr-Jones, 

2003; Silk, 2007; Sklai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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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上述許多爭議，但純就外觀而言，Gospodini（2004）便建議，全球化場所的

創新設計外觀因為與國族認同、甚至是地方認同沒有明顯的連結，所以才能獲得不同族

群、文化、社會團體的認可，也利於建立城市品牌。而就首都城市的品牌策略而言，Pearce

（2007）與 Rátz, Smith and Michalkó（2008）的研究皆指出，當首都城市除了做為國家

的政治、文化中心，亦做為經濟樞紐時，並不會因為擁有許多再現國族歷史文化的場所

而吸引遊客或投資；遊客或資金會湧入首都城市的原因更可能是受其多元的藝文、娛樂、

商業活動所吸引，因此需要此類能產製相關活動的全球化場所的存在。 

三、 象徵性場所在台北市城市品牌建立可能扮演的角色 

透過前一部分的文獻回顧可指出，首都城市往往是一國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

因此城市中有許多再現國族認同的象徵性場所。當首都城市在利用這些場所建立城市品

牌時，可能因其再現敏感、狹隘的國族認同而犧牲城市本身的歷史文化脈絡；或引起城

市裡不同族裔的異議；或阻礙城市參與文化與經濟全球化的運動。因此，能否適當地與

國家切割並尋找在地性（locality）成為了首都城市在利用象徵性場所建立城市品牌上的

課題。而本來因其創新設計外觀而被視為無地方感的全球化場所，因為能被多樣化解讀

的特性，反而可能成為再現地方認同、適合呈現首都城市品牌形象的媒介。 

而檢視台灣城市的城市品牌策略相關文獻會發現，它們多是著重在大方向策略的討

論（例：許文聖，2006）；聚焦的主題則是各種文化節慶活動的利用（例：李青松、康智

勝，2007；吳慶煊、謝孟蓉、施昱均，2008）。但無論這些場所是現代建築、藝文空間、

古蹟、娛樂場所、宗教場所，現有文獻似乎僅將場所視為地方特色景點（例：胡自強，

2005；徐揚，2006；游冉琪，2006；鄭博文、邱鴻遠，2006），而非塑造城市品牌的工具。 

若將文獻的範圍縮小到以首都台北市為對象，大部份的研究或計畫報告仍著重策略

的探討，而結論皆傾向建議善用大型文化活動來吸引國內外目光。畢竟和其它國際上的

競爭者相比，台北市的規模使其沒有太多具旅遊吸引力的場所，所以適切的策略便是藉

大型文化活動的舉行來塑造城市品牌（例：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研究所，1992，2002；

李青松、吳東安，2008；冷則剛、關秉寅，2003；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2008；陳

世博、張聰賢，1991；甦活創業管理顧問公司，2009）。僅少部份的文獻提及，身為一國

之都的台北市為了與全球接軌而建立了商業導向的大型場所；但與此同時，也應興建地

方博物館、善用小規模的在地歷史性場所以彰顯地方認同（例：冷則剛、關秉寅，2003；

甦活創業管理顧問公司，2009）。這樣的建議反映了部份前段文獻回顧結尾所提出的結

論：尋找在地性會是首都城市在利用象徵性場所建立城市品牌上的課題。但台北市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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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緊密關係，是否會造成如前文所提及關於利用象徵性場所建立城市品牌所遭遇的限

制，本文將試圖藉由檢視其它與台北市社區營造（例：林政逸、辛晚教，2009）、都市規

劃（例：王秋原等，2008）、城市治理（例：王志弘，2003）等相關文獻來探討。 

而在這之前，需先初步瞭解台北市重要的時空變遷轉折。17 世紀中期，於台北盆地

開墾定居的族群數目開始增加，而族群間時為資源競爭產生衝突；各家廟宇不僅是不同

族群的信仰中心，也成為政治集會場所。台北的市街形貌便由廟宇為中心開始發展。1884

年，清廷規劃興建台北城為台灣首府。但傾向鎖國政策而缺乏都市規劃與設計相關技術

的清廷，並未讓台北城能呈現現代城市的樣貌。相較而言，於 1895 年藉由戰爭勝利而使

台灣成為其殖民地的日本，便透過習自西方國家的相關技術，讓宏偉華麗的西式建築和

具不同功能的各式公共場所被精密地配置於殖民首都台北的市街中（蘇碩斌，2005）。 

施長安（2003）指出，日本殖民時代於 1945 年結束後，國民政府在反共復國的意

識形態下對台灣採取強勢的治理，首都台北市的市政建設自然也受制於中央政府的監

督。但自 1970 年代末期開始，國民政府逐漸捨棄威權治理，市府與市民也因此逐漸有主

導、參與市政建設的權力。1990 年代初期，強調在地性的政治論述從中央政府發起。屬

中央層級的文化建設委員會為此開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期以社區為基本的空間單位，

用社區運動和鼓勵地方文史保存的方式來凝聚、塑造在地認同。王志弘（2003）則強調，

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自民進黨於 1994 年贏得官派改民選後的第一任台北市長選舉開

始，市府便利用傳媒與實際行動強調台北市的在地性。例如與國家連結的官方空間的解

嚴、庶民記憶的展現、對族群多元的尊重。這些強調在地性的政策方向，在國民黨於 1998

年贏得市長選舉後也沒明顯改變。 

初步瞭解台北市的時空變換背景後，參考前半部文獻回顧所發展的理論基礎，以下

對象徵性場所在台北市城市品牌建立可能扮演的角色這一主題分作「國家與台北市」、「多

元族群的台北市」、「全球化經濟體系下的台北市」三個關聯面向作討論。 

（一） 國家與台北市 

對清廷而言，台北城是一個象徵性的政治中心，目的在嚇阻外國勢力對北台灣的侵

犯，以及確實能從台灣獲得稅賦。但清廷除了依據風水的觀念對台北城做初步的配置規

劃，爾後的興建工程幾乎完全委由當地仕紳進行。當地仕紳因為能就此成為具行使徵稅

等重要行政功能的半官方代表，也樂於參與台北城的興建。由此可窺見清廷對台灣稱不

上積極的治理態度。相對而言，向西方現代化學習的日本殖民政府瞭解藉由對空間的控

制實行國家治理的方法，因此大規模地介入、改變台北市的都市地景。除了興建具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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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族特色的地標（例：台灣神社），許多代表國家權力與西方現代都市景觀的場所（例：

總督府、新公園、兒玉後藤紀念館）也在殖民政府規劃下出現，彰顯了國家的治理能力。

一些舊有的象徵性場所也因而被影響。例如原本象徵清廷政治權力的布政使司衙門被遷

移；做為當地居民信仰中心的媽祖廟甚至因為前殖民總督的紀念館的興建而被拆除。這

些改變意味著殖民認同的逐步建立。值得注意的是，殖民政府利用當時以平面為主的各

式傳媒，宣傳殖民首都台北為「東方巴黎」；更於 1935 年於市內舉辦國際規模的台灣博

覽會，以紀念在台殖民 40 年（蘇碩斌，2005）。可以說，日本殖民政府是台灣歷史上第

一個利用首都城市行銷國家強盛形象的政權。 

日本殖民時代結束後，殖民政府未完成的都市計畫，在台北市日後的擴張和建設過

程中仍被國民政府參考沿用。但國民政府亦有藉改變首都的地景，在後殖民時期台灣塑

造中國國族認同與其治理的合法性。例如，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台灣經濟呈現失序狀

況；即使如此，為了象徵其代表中華民族的正統性，國民政府於 1950 年代開始，興建許

多具中國北方宮殿建築元素的公共場所，例如中央圖書館、歷史博物館、台北體育場。

這樣塑造國族認同的手法繼續延用在台灣經濟發展穩定承平的時期，例如興建圓山飯

店、故宮博物院、中山樓、忠烈祠、國父紀念館、中正紀念堂、台北車站、國家戲劇院

和音樂廳。值得注意的是，台北市政府自身的新建公共場所就有擺脫中國建築語彙限制

的可能，例如美術館、社教館、動物園、圖書館（王志弘，2003）。 

民主化開始後，反映文獻回顧內容指出政治環境變化對象徵性場所可能再成的衝

擊；台北市內原意為塑造新國族認同、合法化政府治理權力的象徵性場所，遂成為象徵

國族負面集體記憶的符號。例如 1990 年時，中正紀念堂因其與政治強人的連結而成為民

眾示威抗議的集結場所（Roy, 2003）。民進黨贏得官派改民選的第一任台北市長選舉後，

更推動首都的空間解嚴，例如總統府前廣場與士林官邸等曾戒備森嚴、象徵國家權力的

場所成為可接近的公共空間（林政逸、辛晚教，2009）；總統府前的路名也由有向前國家

領袖致敬意涵的介壽路變為凱達格蘭大道，藉當地原住民的族名象徵追溯台北市的歷史

淵源（夏春祥，1998）。時至今日，這些存在首都台北內，可視為早期威權政治襲產的象

徵性場所仍可引發議題。例如，故宮博物院是否應只單純展覽中華文物，就曾被朝野辯

論過（Shih, 2007）；中正紀念堂更一度被改為民主紀念館，而引起政治立場相異的中央

和市府，以及它們相對應的支持黨派和民眾間的對立（Hsu, 2007; Ko, 2008; Wang & Lao, 

2007; Wang & Hsu, 2009）。 

（二） 多元族群的台北市 

國民政府早期治理台灣時以強勢的方法透過戒嚴、大眾媒體、國民教育以灌輸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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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不具政治優勢的族群的文化認同便被刻意壓抑。這樣的情況在台灣的民主化後逐

漸改變（Manthorpe, 2005; Roy, 2003）。而台北市為台灣的政治中心，弱勢族群便積極利

用其為舞台來爭取表達自身文化認同的權力。例如，客家族群便在台北市舉辦社會運動

和宗教活動以號召族群的團結並對中央政府施壓（徐正光主編，2002；蕭新煌、黃世明，

2001；戴寶村、溫振華，1998）；原住民族群也有在台北市發起類似的運動（藤井志津枝，

2001）。 

民進黨在 1994 年的市長選舉中，開啟了把多元族群做為競選議題的濫觴；政治人

物開始允諾為弱勢族群興建相關文化紀念館、活動中心於城市中，即使招致政見民粹化

的批評（戴寶村、溫振華，1998）。但相較於這些讓弱勢族群的文化認同能再現於首都地

景的措施，也有較敏感的例子。例如先前提過凱達格蘭大道取代了舊路名介壽路的事件，

在推動更名的過程中，就曾引起與市府對立的政治團體批評其欲透過打壓與國民政府已

故政治強人連結的「介壽」符號，以操作族群意識形態（夏春祥，1998）。另外，市府將

新公園更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公園內設紀念碑；以及將台北市公園路燈管理處改為台

北二二八紀念館。這些場所雖然可以說是為了紀念早期因國民政府施行白色恐怖，而在

二二八事件傷亡的人民而存在，但它們也暗示著過去強烈緊張的族群關係歷史，市府一

連串的更建措施也因此引起與其政治立場相左的政治與人民團體的反對（Simon, 2003）。 

呼應文獻回顧的內容，以上這些例子顯示，當場所被冠上象徵尊重多元族群文化的

同時，可能也會引起政治操弄、扭曲集體記憶的相關批評。即使如此，但似乎因涉及敏

感的族群議題，即使換了政治立場不同的市長，新市府團隊也沒有大動作改變這些場所。 

日本殖民時期結束後，自中國大陸遷徙來台的新住民雖然也是少數族群，但在特殊

的時空背景下，其文化認同並沒有被國家強勢的壓抑。這些新住民大部份具軍職和其眷

屬的身分，在軍不擾民的原則下，必須居住在生活條件較刻苦的眷村。隨著台灣各地的

都市化，許多眷村也變成城市的一部份，並逐漸被拆除更新。因為是獨特的時空背景下

產生的特殊生活聚落，老眷村減少的情況遂引起不同背景人士的注意，包含眷戶、眷村

子弟、文史工作者、空間工作者、政府單位人員。因此，有將眷村改為文物紀念館的相

關計畫出現（郭冠麟，2005）。在台北市，有「台灣第一個眷村」稱號的四四南村便被規

劃保存，並具公民會館、公園的功能。須提及的是，先前已描述過客家、原住民族群如

何爭取自己的文化權而引起各層級政治菁英的注意，進而讓相關象徵性場所能被建立；

但四四南村的例子則是原眷戶並不熱衷其過去的生活場所被轉化保存，反而是市府和其

它文化界人士，因在當下強調社區總體營造與尊重不同族群的政治氛圍下，投入該場所

的興建（施長安，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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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群在台灣晚近受到重視的新住民為外籍女性配偶。台灣經過一連串經濟產業

結構改變，雖然創造了經濟奇蹟，但也造成社會趨兩極化發展的現象。自 1990 年代起，

許多台灣農、工階級男性因在國內婚配市場中居弱勢，便開始透過婚姻仲介、相親的方

式，在中國大陸、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地尋找配偶（紀玉臨、周孟嫻、謝雨生，2009；

陳燕禎，2008）。因應這群新住民人數的增加，台北市政府於 2005 年設置新移民會館，

並於其中安排活動，幫助新住民適應本地文化（張釗嘉，2005）。新移民會館似乎不能說

再現某一特定的文化認同，但它的存在見證了一個全球化下的多元族群文化社會正在形

成。 

台灣經濟產業結構的變化也造成國內勞動人口結構的改變。於是自 1989 年，政府

開放引進來自泰國、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的國際移工（曾嬿芬，2004；蔡明璋、陳

嘉慧，1997）。國際移工也可說是台灣多元文化社會中的成員。但畢竟具流動性且活動受

雇主限制，國際移工造成台灣都市空間的「變化」僅止於在假日時於車站或公園等公共

場所出現移工聚集休憩的景象。而在台北市的特殊例子是，位於中山北路三段的聖多福

天主教教堂吸引了許多菲律賓籍移工於假日時聚集此處。逐漸地，沿路商家、攤販開始

提供迎合這些國際移工的商品與服務，形成了宛如「小菲律賓」的城市景觀（藍佩嘉，

2002），可說是一個自然形成的假日型族裔領地。 

綜觀而言，這些呈現多元文化城市形象的場所其產生可說是源自兩個國家層級政策

的施行。一個是強調多元族群國族樣貌的國族認同政策，讓原本受壓抑、被忽略的族群

文化權與族裔地景（ethnoscape）的保存受到重視。另一個是為強化經濟以取得統治合法

性而施行的一連串經濟產業結構轉型政策，讓外籍女性配偶及國際移工，分別因台灣社

會兩極化與勞動從業人口下降的因素，成為不只是台北市，也是台灣多元文化國族樣貌

中的面孔。 

（三） 全球化經濟體系下的台北市 

上述關於外籍配偶與國際移工除了是多元族群文化地景的展現，也是全球化所造成

的台北市面貌。但以下著重探討的面向是全球化如何影響亦具備國家經濟中心功能的首

都台北市都市地景。可以藉台北市自西向東的發展歷史進程作為此一探討的脈絡。1860

年代中期，不斷在國際戰爭中落敗的清廷被迫向國外貿易商與傳教士開放數個通商口

岸。當時僅初具規模的大稻埕碼頭便因此湧入外商。在國外與在地商人的彼此合作下，

大稻埕迅速地發展為台灣重要的國際貿易港。許多西式建築、宗教集會地、娛樂場所也

在當地出現（池宗憲，2003）。可以說大稻埕是台北城第一個因國家政策（即使清廷是出

於被迫）而與西方文化、國際經濟活動開始頻繁接觸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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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稻埕的發展並不在清廷的預想規劃內。相較而言，西門町便是日本殖民政府計劃

興建的商圈。基於殖民政府崇尚西化都市生活型態的原因，位在當時台北火車站旁的西

門町充斥著西式娛樂場所；例如戲院、咖啡廳、舞廳、百貨公司。即使日本殖民時代結

束後，西門町仍扮演著西方娛樂文化進入台灣的窗口角色。而西門町一旁的中華路上，

本是戰後新移民的暫時聚集處，但最終形成了違建群。1960 年代初期，為了整頓市容，

市府興建中華商場以安置違建戶。結果更強化了西區為當時首都的中心商業區的地位（李

秀美，2002）。 

台北市東區如何崛起進而取代西區的功能，可歸因為國民政府在台灣經濟產業政策

一連串的改變。國民政府來台後，除了嚴格的政治、文化控制外，強化經濟力量也是維

護其治理合法性的手段之一。1960 年代，中央積極利用土地重劃及優惠稅率等政策來發

展出口加工產業，當時仍未被開發的台北市東區於是開始出現小型工廠和庫房。1970 年

代時，面臨中華民國喪失聯合國會員及隨後引發的一連串外交危機，政府積極發展重工

業，以興建大型基礎建設求取經濟穩定。這個成功的轉型策略最終引領了台灣服務產業

的發展；身為首都的台北市因此率先出現金融、保險、房地產、旅館業、百貨公司等服

務產業，在還具開發空間的東區設立（Chou, 2005）。同時，西區的商業空間規模業已無

法滿足日益增加的市民，東區的帶狀型商圈更因此快速發展（李瑞麟，1984；周素卿、

林潤華，2008）。 

相較於國民政府早期所興建具中國建築元素的大型公共場所，這些服務產業設立在

嶄新、無地方感但能營造國際都會形象的玻璃帷幕大樓內，暗示了西方消費社會型態在

台灣的形成，也讓東區再現了台灣當下經濟起飛的榮景與驕傲（Tay, 1995）。這也反映了

文獻回顧內容所提及，全球化下的資本流動促成的具創新設計外觀卻無地方感的都市地

景。 

因應台北市繼續向東擴張，在中央的命令下，經歷一系列政策的評估及調整，市府

於 1980 年開始投入規劃做為副都心的信義計畫區的建設。因土地炒作的原因，信義計畫

區早期的發展並不如預期。關鍵的轉變是在 1991 年後，中央政府考量台灣在全球化經濟

活動中被邊緣化的危機，提出塑造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政策。於是本來就由中央指

導其規劃發展，而且仍具開發空間的信義計畫區，成為呈現亞太營運中心實體面貌的適

當場所。市府因此釋出更多土地讓私部門投資信義計畫區的發展；於區內舉辦許多大型

文化活動以吸引人潮；區內的建築高度和人行道比例限制也特別放寬，以高樓和開放空

間塑造國際都會形象。因國際政治的影響，台灣並沒有真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但信義

計畫區遂成為台北市最重要的金融、商業、娛樂場所（Jou, 2005）。而就像許多亞洲國家

紛紛建設高層建築的背後意涵，信義區內高聳的台北 101 大樓傳達台北市欲擠身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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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林的訊息（周素卿、林潤華，2008）。 

經由回顧上述文獻可指出，由西至東，這些再現首都台北市一步步與全球接軌的痕

跡的場所，其產生都是因為國家層級的政策使然，這情形在國民政府來台後更為明顯。

同時也可指出，扮演台灣經濟樞紐角色的台北市，並不需要與其它台灣城市做激烈的資

源競爭。然而，這個本質為由上至下所造就的全球化都市地景，最終引起在地認同被壓

抑的問題。1980 年代興起的古蹟保存運動，便是因為市民和學術團體被市容大幅變動與

房地過度炒作所刺激而發起（施長安，2003）。相較起來，1990 年代之後的歷史性場所

保存實踐的基調，則可以說是源自從中央連結到市府所強調的在地化精神；年代長久與

否不再是歷史性場所被認定的唯一標準，還需考慮場所是否有與庶民生活貼近的特質，

例如日本殖民政府留下的平房宿舍、在地的宗教建築、菸酒廠等勞動與工業地景，都有

被認定是歷史性場所的案例（王志弘，2003）。經濟活動沒落但充滿歷史感的西區，也因

此變成市府宣傳台北市地方特色的窗口。除了擬訂相關都市更新、史蹟保存與再利用、

社區營造、行銷傳統產業的計畫，市府便開始積極地利用歷史性場所舉辦在地藝文節慶

活動（王志弘，2003；江怡靜，2007；林政逸、辛晚教，2009）。林政逸、辛晚教（2009）

便建議，與其興建大規模、商業導向的場所，台北市府更應積極利用歷史性場所與地方

文化活動的依附關係（例：廟宇與廟會），才有機會動員當地社群的參與，進而將地方性

整合到都市更新相關計畫中。可以說，在「台北市全球化」與「台灣認同在地化」兩股

潮流的交互衝擊下，民間與官方皆試圖透過具在地歷史文化意義的場所來確認、型塑台

北市的地方認同。 

但即使台北市無需與其它台灣城市進行競爭，誠如先前提及，許多研究報告建議：

當規模相對較小的台北市欲與其它國際城市進行競爭，便必須利用大型文化活動的舉行

來吸引國際目光（例：中國文化大學觀光事業研究所，1992，2002；李青松、吳東安，

2008；冷則剛、關秉寅，2003；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2008；陳世博、張聰賢，1991；

甦活創業管理顧問公司，2009）。這意味著，全球化經濟體系下的台北市仍必須產製象徵

城市與全球接軌的場所，做為傳達其城市品牌的部分工具。信義計畫區的建立便是一個

例子。晚近的例子則有為 2009 年台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而整建，期能「讓世界看見台

灣」的台北市體育場（吳再欽，2009），以及用都市更新概念規劃興建的 2010 年台北國

際花卉博覽會會場（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日期未注明）。反映前一部份文獻回顧對全

球化場所之評述，這三個象徵台北市與全球接軌的場所，皆具無地方感的創新設計外觀。

但進一步思考，信義計畫區的興建是基於中央政府的政策；同時，聽奧的本質就是國與

國之間的運動交流；花博則被市府強調其是國內第一次舉辦經授權認證的世界性博覽

會，且象徵台灣園藝產業首度站上世界舞台。似乎這三個可型塑台北市全球化城市品牌

形象的場所，仍無法與國家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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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論 

城市品牌此一概念興起於面對激烈城市競爭的西方城市；而利用城市內的象徵性場

所作為傳達城市形象的視覺媒介，是城市品牌建立的基本策略之一。既有文獻指出，透

過興建再現國族歷史、文化、榮耀的象徵性場所，國家將首都城市變為塑造國族認同的

工具，但在多元族群文化社會和全球化資本流動的影響下，國家已無力維持國族認同的

同質性，這些再現國族認同場所的合法性也會受到挑戰；因此，這類看似首都城市的特

色，但因為與國家威權有所聯想，反而造成其不適合做為傳遞首都品牌形象的媒介。此

外，即使族裔領地、離散空間、弱勢族群文物館等場所能包裝城市接納多元族群文化的

正面形象，但運用於首都城市品牌建立時，亦可能牽涉到文化商品化的敏感議題。有趣

的是，在這情況下，當首都城市亦具國家經濟中心的功能時，城市內常被批評其創新設

計外觀與在地性脫節的商業導向場所，因較易被官方、居民、遊客、投資者各方共同承

認其象徵城市與全球化經濟體系接軌的意義，反而能較無爭議地成為傳遞首都城市品牌

形象的行銷管道。而同時，似是而非地，這些外觀應是無明顯文化參考符號的全球化場

所，再現了首都城市的地方認同。 

本文探討象徵性場所在台北市城市品牌建立可能扮演的角色，亦反映出上述狀況。

台北市內許多與國家力量連結的場所，雖具歷史文化意義與觀光吸引力（例：中正紀念

堂、故宮博物院），但因台灣的政治環境，可能會衍生再現國族認同的合法性的議題。 

而台北市內象徵族群多元的場所（例：紀念碑、文物館）則多是因威權政治結束後，

從中央到地方一貫鼓吹民主、強調在地性的氛圍下出現。另外，由於經濟產業結構受全

球化下資本流動改變的衝擊，越來越多外籍女性配偶與國際移工便在這時空背景下加入

了台灣的多元族群文化社會，也造成首都台北地景的改變（例：市府興建的活動中心、

菲律賓籍國際移工聚集形成的假日型族裔領地）；雖然仍有具爭議性的案例（例：紀念二

二八事件的相關場所、原四四南村居民對其生活場所的保存不感興趣），但這些場所的存

在呈現了一個能包容多元族群文化的首都城市形貌。但進一步思索，尊重族群多元應像

是國族的共同目標，而非僅是首都市民的共識；因此，或許這些場所再現的是更傾向「台

灣的」，而非僅是「台北市的」多元族群文化特色。 

綜觀來看，具台北市在地歷史文化意義的場所因避開了政治、族群相關議題，而更

適合做為展現城市品牌的媒介。與此同時，在亦具台灣經濟樞紐角色的台北市內，如信

義計畫區這類象徵城市與全球接軌的場所，即使其創新設計外觀不具明顯的在地歷史文

化符號，似乎也因為與國家力量和多元族群文化間無明顯連結，而能做為城市品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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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反映了利用無地方感的全球化場所來營造出似是而非的在地認同的城市品牌策

略。 

但進一步檢視這類象徵台北市與全球接軌的場所的形成背景，可指出一個既有文獻

未竟探討的議題。台北市具台灣經濟中心的角色以及其與全球接軌的腳步，其實是依隨

著國家由上至下的政策指導使然；而當市府在利用這些場所建立台北市的品牌時，似乎

也無法將場所和國家做全然地切割。可以說，這些場所再現的是介於國族與地方間的模

糊認同（ambiguous identity）。這是台北市發展城市品牌策略時，可進一步思索的課題。 

本文在國家與地方、多元族群社會與象徵性場所、象徵性場所的全球化，共三個關

聯面向的架構下，討論首都台北市的象徵性空間現況與城市品牌策略發展的關係。本文

並未試圖依此架構，將再現國族認同的象徵性場所做理想型分類；畢竟，國族認同包含

了多個面向，例如多元文化社會不只可指涉國族內各族裔共存的情況，亦可指國族內能

對性別、性向、階級、弱勢等不同團體的包容；這也意味著，各個團體與城市內不同場

所之間的關係，可能牽涉到場所是否適合做為塑造城市品牌的工具。但相關的進一步探

討，已超過本文欲著力的面向。盼本文能提供一個不同的切入角度，增添城市品牌相關

研究的論述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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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apital cities, symbolic places, and city 

branding, using Taiwan’s Taipei City as the example. A city’s image consists of many 

complicated dimensions, and symbolic places act as channels for marketing. This process 

simplifies these complex dimensions into symbols which enable residents, tourists and 

investors to brand the city. A capital city is usually the politic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center 

of the country, and as such, it may contain many symbolic places whose images and functions 

were designed by the state to represent national identity. These places seem to be features of 

the capital city; however,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iterature reveals that these places can also be 

associated with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cultural hegemony of the state, both of which 

undermine the image of the city and suppress local identity. Therefore, when a capital city is 

developing its branding strategy, it must find a way to distinguish itself from the state while 

still maintaining its local identity. Taipei City and its symbolic places seem to reflect this 

proposition. Overall,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offer a fresh perspective on research on city 

branding. 

Keywords:  city branding, national identity, local identity, symbolic places, capital city, 

Taipe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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